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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贫困瞄准能力是国家认证能力的重要表现，虽然在精准扶贫时期国家认证体系建设

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贫困瞄准能力与贫困治理目标以及治理体系不匹配等问题仍然存在，问题突

出表现为精细化设计的贫困量表难以准确评估贫困户、贫困瞄准能力也难以应对乡村的弱分化
社会结构，贫困瞄准除了存在错评型偏差、漏评型偏差，此外还存在着模糊型偏差等问题。研究
发现，贫困瞄准机制与贫困人口规模分解机制的矛盾影响着贫困认证体系的目标达成，由于国家

贫困瞄准能力无法应对基层复杂的社会事实，结果造成贫困瞄准偏差难以消除。长远来看，贫困
瞄准能力长效建设需要在四个层面继续发力:完善贫困认证体系，建立浮动型政策帮扶体系，强

化对贫困问题的动态化、常态化治理;坚持分类治理原则，明确贫困瞄准的事实标准，改变计划色
彩浓厚的贫困人口分解机制;完善公共政策的适应与调适周期，保持灵活调整的纠偏能力，综合

提升地方治理效能;将贫困户造假、福利欺诈等行为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完善社会征信
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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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中国的贫困
发生率已经降至了 0. 6%，不仅能够实现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且也为全球减贫做出了卓

越贡献。新时期随着贫困治理任务的变化以及国
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央政府在吸纳以往反贫困经

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反贫困政策进行了深度整

合。以精准扶贫为代表的新时代反贫困战略更加
注重对贫困人口的精确瞄准，目的在于“找到‘贫
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 习近平，2015) 然而，
即便经过了严密的政策设计和严格的执行监督，仍

然出现了贫困瞄准偏差的困境。来自国务院扶贫
办的一组数据表明，2015年 8月到 2016年 6月，全
国动员近 200 万人展开建档立卡“回头看”，对已

经精准识别出的贫困户进行排查，剔除了识别不准

的人口达到了 929万，重新补录了 807 万贫困人口
( 刘永富，2017 ) 。此后，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国务院扶贫办均发布了关于扶贫对象动态调整

及“回头看”的相关文件，多次聚焦贫困瞄准问
题①。除此之外，无论是国家审计署公布的近年贫
困县扶贫审计结果，还是媒体报道及调研中发现的

贫困户精准识别问题，均表明贫困户的漏评、错评
等问题不仅难以消除，而且也容易造成扶贫正义性

的缺失。贫困瞄准能力是国家认证能力的重要表
现，伴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持续推进，贫困瞄准能

力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距离国家治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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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现代化的目标仍有差距。基于近五年来对精准
扶贫政策实践的追踪调研，本文对贫困瞄准偏差问

题产生的内在逻辑展开讨论，并对 2020 年后国家
贫困瞄准能力建设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二、贫困瞄准能力的既有研究

贫困瞄准常被用来表达选择特定的扶贫对象，

由于反贫困研究流派众多，研究方向的差异造成对

贫困瞄准的表述也略有不同。作为选择性的社会
政策，本文统一使用贫困瞄准来表述反贫困政策领

域中贫困户识别与认定的过程。由于贫困瞄准往
往设有清晰的目标，实践偏离目标的结果则被称为

瞄准偏差。当前精细化的扶贫方式本质上反映了
中国扶贫政策在面对农村贫困问题的新变化时，从

扶贫机制上由主要依赖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到
更加注重“靶向性”对目标人群直接加以扶贫干预
的动态调整 ( 左停等，2015) 。作为现代国家能力
的重要表现，贫困瞄准能力有赖于国家强大的认证

能力，即针对不同人群建立精细的规则，设立统一

的福利认证标准，借助现代技术手段甄别基本事

实，从而保障认证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 欧树

军，2013) 。在精准扶贫阶段，国家将“两不愁、三
保障”作为反贫困的基本目标瞄准贫困人口，进行
有针对性的帮扶。贫困瞄准精度直接关系到反贫
困政策的实施成效，各级政府都将“精准”作为反
贫困的根本要求。学术界关于贫困瞄准能力的研

究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认识。
一是贫困瞄准政策设计通过何种路径将有限

资源分配给最需要的人群。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
反贫困政策本质上是过滤性的制度安排，需要将

有限资源与真正需要的人群之间做出合理匹配

( 杨翠迎，2015) 。因此，贫困瞄准的关键就在于
设计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分配方案，即设置一定的

标准来对申请者进行筛选，而筛选的标准取决于

政策对贫困的界定和资源数量。判断申请者是否
具有享受扶贫政策的资格需要信息支撑，如何获

取真实有效的信息则直接关系到贫困瞄准的精

度。无论是过去的开发扶贫政策、低保政策，还
是精准扶贫政策，农民的家庭生计调查都是反贫

困政策实践中的关键环节。从提高瞄准精度的视
角看，政府掌握的关于农民家庭生计的内容越真

实，就越有可能减少瞄准偏差，而这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政府的治理能力。从贫困瞄准的方法来
看，国际社会比较常用的五种瞄准方法优缺点

( Leite，2014) ，如表 1 所示。

表 1 五种瞄准方法的优缺点

方法 描述 优点 缺点

家计调查
将实际消费或收入与资格门槛进
行比较

有良好的收入或消费数据将会非
常准确

收集所有潜在受益者的收入或消
费数据的成本都非常高

代理家计调查
通过易于观察和可验证的变量来
代理消费数据，并与资格门槛比较

能够准确且经济有效地瞄准长期
贫困人群

无法解决短期消费变化波动的
影响

社区瞄准
社区领导和成员群体确定受益家
庭资格

可以融入地方知识，能够对短期波
动做出反应，可以产生社区支持

容易产生精英俘获，资格决定可能
缺乏透明度

地理位置瞄准
按地点划分目标，包括某个地点的
所有居民

易于实施、透明，可以迅速应对自
然灾害和其他相关变量波动

没有考虑到地区家庭福利的差异

自我瞄准
设定福利和交易成本，以便只有贫
困家庭才能登记

易于实施，实施成本低
耻辱感、缺乏程序知识可能会阻碍
申请者参与

精准扶贫政策就是通过融合多种瞄准方法提

高贫困识别精度，即将脱贫目标转化为相应的技术

指标，通过分解技术指标实现技术动员，但是这种

技术动员因为无法涵盖基层实际，也不能与治理对

象实现价值互动，因此产生了诸多瞄准偏差问题

( 王雨磊，2017) 。由于技术本身的局限性，使得迷
信量化的数字管理容易忽视地方政府实际权力操

作中的具体机制和隐性规则，从而使行政科层化在

工具意义上背离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 ( 渠敬东，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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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贫困瞄准政策如何在自上而下的执行过

程中逐步达成目标。贫困瞄准的政策过程视角要
回应的核心问题是，在技术路径确定的前提下，反

贫困政策如何在执行过程中达成目标，将有限的资

源匹配给真正的贫困户。政策落实主要取决于政
府的财政能力和行政能力，Mishra( 1984) 认为福利
国家不仅需要国家对公众福利负责，还要有能够落

实福利理念的制度安排和能力。提高贫困瞄准精
度需要大量信息予以支撑，究其根本则是财力的支

撑，世界银行调查发现家计调查及动态管理需要花

费的行政成本占总给付金额 3－8%属于正常情况
( World Bank，1997) ，瞄准精度越高，行政成本就越
高。政策执行者不得不考虑成本和效率之间的关
系，从而选择更为合适的瞄准精度而非最高的

精度。
从政策执行主体来看，政府作为反贫困的主要

担纲者，其内部的权力运作、组织化水平、政策执行
能力等都是影响贫困瞄准的关键变量。由于精准
扶贫中的贫困瞄准主要由基层组织来完成，瞄准效

果反映了基层的治理能力 ( 张世勇，2018) 。在后
税费时期，农村基层组织弱化成为影响贫困治理的

关键变量。从村级组织来讲，中西部一些农村治理
乏力，村民小组运转失效，乡村关系失衡，村级组织

行政化负担过重 ( 刘成良，2016) 。从集体经济发
展来看，村庄的集体资产难以有效利用，成为僵化

资产，无法与外部各种要素相结合，限制了村庄集

体经济的发展 ( 黄延信，2015) 。闵师等 ( 2019) 研
究发现，落后地区或区位较差地区的多数农村集体

经营性资产往往是空壳化的农民很难从改革中获

益。当前国家通过下派驻村干部，动员体制内人员
与贫困户结对帮扶等形式强化一线扶贫力量，但是

基层的治理能力很难得到实质性提升 ( 左停等，

2017) ，并且由于基层组织在精准识别中未能对村
民进行有效政治动员，民主评议过程的形式化问题

未能对识别结果产生纠偏作用( 陈义媛，2017) 。
从政策执行过程来看，政策执行的成本、组织

化水平等也是影响贫困瞄准精度的关键变量。由
于中国的贫困群体相对较大，政策执行则需要根据

救助目标将瞄准过程进行指标化、程序化分解，这
个过程需要大量关于农户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数据

作为支撑，数据越详细，瞄准精度就越高。但是，需
要收集的指标越多，政策执行成本就越高，识别、检
测目标人群等需要耗费大量行政成本 ( 顾昕等，

2007) 。在当前阶段，国家用于贫困瞄准的行政成
本仍然十分有限( 姚建平，2018) ，并且由于央地之
间信息不对称，一些地方为了争取扶持资源而刻意

提高贫困发生率，导致精准扶贫工作开始后多数地

区出现了大量的“误评户”( 贺雪峰，2017) 。精准
扶贫中的数字化、文本化造成了真正的贫困治理缺
失，扶贫的压力型体制运作机制进一步造成了扶贫

对象的错位( 袁明宝，2018) 。
三是贫困瞄准政策的运行环境及其对政策的

影响。规范化的扶贫政策在落地过程中必须要与
不规范的乡土社会发生关联。农村居民的收入具
有难以测量和不稳定的属性，实际测量中往往存在

偏差( 霍萱等，2018) 。农村的自给自足程度较高，
而农民的收入来源又有多样化、不稳定的特征，使
得农民的生活成本等数据都难以被精确算计。多
数农民也没有计算收支情况的习惯，作为贫困户识

别依据的农民收支概况只能依靠其生产资料、劳动
力概况进行大致估算( 李博等，2017) ，这些与追求
工具理性为目标的国家贫困治理的逻辑之间存在

难以弥合的张力( 邢成举，2015) 。除此之外，农民
收入还很容易被隐匿，这些都加剧了贫困瞄准过程

中的测量误差( 韩华为等，2013) 。
在后扶贫时代，国家贫困瞄准能力建设需要对

政策目标及政策运行环境有清晰的认识和判断。
中国的东中西部、南中北部差异都非常大，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不同区域对于贫困问题的认识存在
很大差异，这是客观事实，在此基础上用统一的公

共政策来测量贫困问题难免会因为标准尺度的认

识差异而产生误判。既有研究虽然注意到了贫困
瞄准中漏评、错评等偏差问题，但是并没有揭示出
那些按照既有贫困识别标准左右为难的瞄准困境，

而且这种困境在基层实践中由于贫困性质的影响

还相当普遍，构成了新时期贫困瞄准偏差的主要类

型。因此，后扶贫时代的贫困瞄准能力建设既要通
过制度、技术等层面解决贫困户漏评、错评等问题，
还要着力解决公共政策的标准性与社会事实的不

规则性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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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准扶贫时期贫困瞄准困境的经验呈现

为了实现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国家设置了

非常严密的政策体系，以保障有效的贫困瞄准能

力。在政策流程方面，贫困户识别过程中的每个民
主评议环节都需要参与的代表签字、按手印等，并
设置了严格的材料归档制度，以保障政策执行有章

可循;在信息处理方面，由于信息的全面性、真实
性、有效性是实现瞄准目标的关键基础，为此动员
驻村工作组、乡镇包村干部以及村两委干部等主体
对海量指标信息进行收集、筛选与确认; 在监督机
制方面，各级政府和部门通过召开座谈会、查阅资
料、入户调查、随机走访以及暗访等多种形式，监督
扶贫工作;最终环节的验收评估也是通过第三方进

行严格考核贫困户的瞄准是否精准，帮扶是否到

位，退出是否准确。严密的政策设计不仅能够尽可
能减少政策漏洞所带来的识别不精准问题，同时也

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行政压力。例如，中部某
贫困县因为被第三方评估专家组找到了一户漏评

户而导致县长当场落泪( 吕德文，2019) 。
尽管精准扶贫时期的贫困瞄准政策设计非常

严密，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仍然面临很多问题，最

直观的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着贫困户

识别不精准的问题，但更为核心的是如何保障贫

困瞄准能力与贫困治理目标以及治理体系相

匹配。
(一)贫困量表难以准确评估贫困户

西南 G省某国家级贫困县在精准扶贫工作初
期被爆出了 3000名“贫困户”中 2400 人有车的丑
闻后，地方政府对贫困瞄准工作进行了严格的整

改。为了保障能够客观、精准地识别出贫困户，政
府专门设计了贫困户的评估表，主要涵盖了住房、
家电、农机、机动车、饮水、用电、自然村通路、健康
状况、读书情况、劳动力占比、务工情况、人均土地
面积、种植业、养殖业等一级指标，每项一级指标内
都还细化了二级指标，并对这些指标赋分。除此之
外，还设计了很多加分项和减分项，比如家庭中如

果有公职人员、经商人员则需要加一定分数，有重
大疾病、教育负担很重的情况可以减去一定分数。
由扶贫工作组逐户进行调查打分，为了避嫌，村两

委干部仅负责为工作组带路，不参与打分评估。最

后，根据农户的评估分值和贫困户指标来划定贫困

户分数线。虽然贫困量表设计与瞄准过程比较客
观，保障了程序正义，但是贫困瞄准结果仍然产生

了很多问题和争议，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贫

困指标的县域差异造成贫困瞄准的标准不统一。
由于贫困指标是以县为单位进行分配，县域之间的

经济差异和贫困指标多少很难进行有逻辑关联的

挂钩，结果造成有的县市 70分以下是贫困户，而有
的 59分以下是贫困户。根据农户得分以及贫困指
标来确定贫困户的方式产生了很多不公平问题。
其二，政策执行者对村庄的认知差异影响贫困瞄准

结果。一方面，客观量化的指标难以准确全面的反
映农村情况，基于复杂社会事实的裁量过程受制于

政策执行者的认知水平。另一方面，为了排斥人情
因素对打分的影响，由工作组独立打分的设计也使

得农民更容易获得欺骗工作组的空间，瞒报、造假
等行为干扰了评估的准确性。
在村社内部，农民考虑到人情、面子等，并不愿

意去举报贫困户中的弄虚作假者，但是由此产生的

相对剥夺感又驱使一些人通过信访等手段来争取

“贫困户”帽子。以本文调查的西南 G 省 S 县为
例，从 2015 至 2018 年，县扶贫攻坚指挥部信访办
公室共受理群众反映涉及扶贫领域的信访问题将

近 800 件，其中 90%以上都是反映精准识别问题。
而在 G省 F 县的某乡镇，虽然不到 2 万人口，但是
将近四分之一的农民都戴着贫困户的帽子———
2017年全乡贫困户有 1181户 5210人，而乡镇的农
村商业银行中村民存款就有 2亿元，还不包括村民
其他存款。调研中 S 县“贫困户”林强的案例就充
分印证了上述内容，42 岁的林强离异后带着两个
还在读书的孩子和父母一起生活，家庭生计以种植

蔬菜为主，流转了几十亩土地。周边邻居建的三四
层楼房将其有着 20 多年历史的平房包围，也正是
因此被评上了贫困户。访谈时林强一边拿着中华
烟应酬，一边说没有建楼房的关键原因是找不到合

适的宅基地，“有个几十万( 存款) ，又不是没有地
方住，先投资。我拿二十万，万一碰上行情好，就有
四五十万了……那些打工的人，不需要钱流转，就
建大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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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贫困瞄准能力难以应对乡村的弱分化社

会结构

贫困地区弱分化的乡村社会结构使得地方政

府贫困瞄准能力遭遇巨大挑战。尤其是深度贫困
地区，农民的家庭生计自给自足程度高，现金收入

来源少，经济分化不大，再叠加居住分散、交通不便
等自然环境特征，地方政府进行精细化瞄准的难度

很大。由于农民家庭的劳动力数量以及勤劳程度
上的差异均会对贫困瞄准产生影响，这使得贫困瞄

准程序中设定的家计调查难以按照既定标准去测

量，即便能够测量出来也难以真实反映农民的经济

状况。更关键的是，地方政府也缺乏足够的财力和
人力以应对高昂的贫困瞄准成本。然而，精准识别
的要求又需要地方政府识别出深度贫困区域内的

贫困户以便进行有针对的帮扶，结果就产生了精准

行政的困境。
以西南 Y省 W县为例，古村是典型的集民族、

贫困为一体的高寒山区村，也是直过民族村* 。全
村版图面积 40. 36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2300 米，耕
地面积 1217亩，林地面积 57477 亩，有村民 338 户
1198人，98%为傈僳族，近 50%的村民没有接受过
义务教育。农民收入以种养结合为主，外出务工为
辅，但是由于地块不平整，不便机械耕作，生产成本

高，经营管理粗放，收益很少，村庄没有集体经济收

入，是全县最贫困的自然村之一。从住房结构来
看，全村仅有 19户居住楼房，其中依靠自己家庭能
力建楼房的仅有 6 户，其余 13 户为政府扶贫项目

援建。在精准识别过程中，由于受指标限制，2016
年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是 139 户 519 人，大量处于贫
困边缘地带的农户没有被识别为贫困户，导致基层

扶贫工作遇到很多阻力。2017 年，驻村工作队再
次展开对全村的走访调查，经过多重瞄准程序和甄

别，又识别了 66户 270人。即便如此，也仍然面临
着识别不精准，社会矛盾激化的难题。
由于贫困发生率高，贫困信息甄别难度大，政

府不得不在贫困瞄准程序中设置了一些一票否决

事项，家庭购买商品房、拥有机动车以及有拿财政
工资的人员等都要被一票否决。这种做法虽然能
够有效排除一些非贫困户，但是也产生了一些其他

较为荒诞的问题。例如 Y省 W县的松园寨是位于
海拔 2300米到 2500米的苗族寨子，60余户农民均
为贫困户，仅一户例外;而 A 县的茅山村是处于海
拔 2200米的直过民族村，共有 58 户 261 人，建档
立卡户 55户 246人。这两个寨子的非贫困户都是
村干部，按照一票否决的规定，村干部每月的一两

千元补贴属于财政资金，因此就不能被评为贫困

户。事实上，这些村干部和村庄中大多数农民的生
活条件相差无几，类似的情况还非常普遍。除此之
外，农民的非理性消费行为也很容易触碰到贫困瞄

准程序中的红线，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民虽然客观上

非常贫困，但为了享受生活而不加节制地消费，有

的因为买了几千元的二手车而被排除出贫困户认

定名单，此类问题给地方政府带来左右为难的瞄准

困境。

四、贫困瞄准困境的机制分析

研究发现，贫困瞄准目标的实现主要受两方面

矛盾的影响:一是贫困瞄准机制与贫困人口规模分

解机制的矛盾影响着贫困认证体系的目标达成;二

是国家贫困瞄准能力与基层复杂社会事实的矛盾

影响着贫困瞄准结果。
(一)精准扶贫时期的贫困认证体系建设

在精准扶贫时期，国家建立了统一的贫困认证

体系，即通过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实现了对上百项

扶贫管理重要指标的整合，打破了过去政府、部门
之间的信息孤岛，实现了对贫困人口精准化的信息

管理。扶贫开发信息系统总体上分为扶贫对象、扶
贫主体、结对管理、扶贫资金管理、扶贫项目管理五
大板块，涉及到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贫困村的

基本情况，主要包括生产生活条件、收入、易地扶贫
搬迁、扶贫帮扶责任人、扶贫资金使用、扶贫项目落
实、建档立卡对象增减变化等方面的信息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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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数据指标之间均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基层

在录入信息时出现错误数据就会产生连锁错误，系

统均会及时监控到数据异常、指标空项、逻辑不符
等问题，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扶贫系统传导给基层。
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内的数据成为各级政府管

理和决策的主要依据，且政府层级不同，其在系统

内的权限也有区别。乡镇政府需要在规定时限内
录入或调整本辖区内的贫困数据;县级政府统筹把

握全县数据，掌握着县域范围内的信息录入和审核

权，既可以将问题数据及时反馈给基层以便整改，

也可以利用系统内的查询、统计等功能，为决策提

供依据;层级越高的政府掌握的信息就越全面，管

理权限就越高。录入系统内的贫困数据成为高层
决策者掌握扶贫工作过程的重要依据，管理权限的

设置有效防止了基层随意篡改数据。扶贫信息系
统不仅便于高层管理者掌握宏观扶贫形势，也能够

方便其与任何一户贫困户直接取得联系，即国务院

分管扶贫工作的副总理可以根据系统拨通任意一

户贫困户的电话，询问帮扶措施是否到位。因此，
整个精准扶贫的过程，即“贫困户的识别—帮扶—
脱贫”，都纳入了信息系统的记录和监控。

图 1 国家扶贫开发信息系统数据录入流程(以县为单位)

以贫困瞄准工作为例，在县域范围内，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信息要录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需

经过多方主体的参与( 见图 1) ，期间需要经过反复
的信息核查与检验。国务院扶贫办、各省扶贫办发
现系统内的数据出现问题时，能够及时将问题数据

反馈到县级部门并要求整改，整改程序也需要参与

扶贫工作的四方主体共同完成。全国扶贫信息系
统的建立对于扶贫的工作流程和细节也有了更高

的要求，这些政策设计的宗旨是为了保障信息的真

实性，但是对于各级政府治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二)贫困人口规模分解机制影响着贫困认证

体系的目标达成

虽然扶贫开发信息系统能够较好地实现对贫

困人口的信息管理，但与此同时另一项与之相悖的

管理模式则制约着其功能的有效发挥。精准扶贫
在制度上设计了严格的贫困户建档立卡流程 ( 见

图 2) ，但是贫困瞄准受到双重因素的影响:一是自
上而下的贫困人口规模分解。二是贫困识别标准。
前者又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直接影响到后者是否

能够按照标准识别。

图 2 贫困户建档立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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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口规模分解是中国扶贫管理体制的传

统做法，在过去开发扶贫时期发挥着比较大的作

用，其运作逻辑是统计部门通过抽样调查等形式对

农村贫困状态进行评估和监测，国家依据此数据、
财政实力以及国际标准等多方面要素划定贫困线，

确定贫困人口规模并将其作为反贫困的主要目标，

然后再层层分解。因此，在精准扶贫战略开始后，
从中央到地方将贫困人口分解作为重要的任务，贫

困人口的规模分解逻辑如图 3所示。

注:根据云南、宁夏、江西等政府内部发布的文件《贫困人口规模分解参考办法》制作

图 3 贫困人口规模分解

贫困人口规模分解模式最大的问题就是分解

到地方的贫困指标与地方实际并不完全契合。而
扶贫信息系统的封闭式管理又限定了地方政府根

据实际情况来修订数据，结果造成了贫困瞄准的机

械化运作。以西北 N省 P 县为例* ，贫困指标分解

方案如下:全县要确定重点贫困人口 6470 人和一
般贫困人口 3880 人，传统移民吊庄村建档立卡人
口规模按 12%控制，生态移民村建档立卡人口规模
按 50%控制，插花移民建档立卡人口规模按 50%
控制。按照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采取收入倒
排的瞄准方式。根据生态移民村和插花移民的贫
困程度，具体识别控制比例可以进行适度调整，但

总规模不得突破省政府下达的指导性控制指标。
这些指标层层分解到村庄后，由驻村工作组、

村两委干部等按照程序将指标分配到具体农户。
事实上，这样机械的分配贫困指标就已经脱离了基

层的实际情况。例如，湖村是 P 县生态移民安置
村，有 7025 人，自上而下分配到了 3519 个贫困人
口指标。如果按照真正的贫困标准来识别，村庄中
符合标准的贫困户很少:移民搬迁后随着外在生产

生活条件的变化，农民家庭的收入来源已经变得更

为稳定和多元; 由于村庄经济分化程度很小，即便

是能够精确地计算出每户农民的收入概况，也很难

表明第 3520人就比第 3519 人富裕;由于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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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享受到较大的政策红利，这种按指标分配的贫

困人口瞄准方式不仅产生了模糊型偏差的问题，还

给基层治理造成了极大的矛盾和负担。
精准扶贫工作开始后，地方政府并未充分意识

到中央政府扶贫理念的转型，基于过去寻找制度漏

洞的行为惯性，虚报贫困数字造成贫困指标偏离地

方实际的情况很难避免。由于地方政府与中央签
订了脱贫攻坚责任状，扶贫任务通过扶贫开发信息

系统进行封闭式管理，一些偏离地方实际的贫困指

标又难以在系统中直接剔除，地方政府在解决过多

指标如何分配方面就面临着精准行政的难题。在
西南 G省 F 县调研，县扶贫攻坚指挥部副主任就
表达了这种困惑:“我们申报异地搬迁是 14663 人，
但是真正需要搬迁、没有稳固住房的也没有那么
多，这个 ( 数据) 是上报了国扶办，签了责任状，必

须要完成，其实我们的易地扶贫搬迁原来就是为了

多要点项目资金，刚开始申报是六七千人，每年增

长 10%，然后报到了一万多，其实哪里有那么多。
现在报上去了，上面要求你完成任务”* 。
(三)政府贫困瞄准能力与基层复杂社会事实

的矛盾影响着贫困瞄准结果

农村反贫困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乡土社

会的复杂性又为政策实践带来很多难以预计的后

果。精准扶贫目标的达成需要相匹配的国家贫困
瞄准能力，由于处于贫困标准边缘地带的农户较

多，识别标准的精确化难以应对农民经济差异微小

的基本现实，结果将导致贫困瞄准的模糊型偏差。
在深度贫困区，受制于农民思想观念、家庭生计模
式等影响，会出现一些村落集中连片的处于贫困线

的边缘地带。即便农民并没有面临着紧迫的温饱
困境，但是由于家庭收入来源少，自给自足的小农

经济样态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民在收入标准、住房保
障等多个方面低于或者处于贫困线的边缘地带。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很难严格按照既有贫困瞄准标

准来判定究竟谁是贫困户。除此之外，参与贫困瞄
准人员的工作经验、政策宣传方式等都会影响到最
终的瞄准结果。
学界一般将贫困瞄准偏差分为两种类型，一种

是应该被识别为贫困户的但是没有获得扶贫资源，

另一种是不应该被识别为贫困户的却获得了扶贫

资源。前者学界一般用应保未保、排斥性偏差、水
平瞄准偏差、F 型偏差等概念来形容，后者学界一
般用漏出偏差、内含性偏差、垂直瞄准偏差、E 型偏
差等概念来形容( 李棉管，2017) 。
基于大量经验调查发现，除了上述两种偏差类

型外，当前农村反贫困中普遍存在着第三种偏差类

型，即依据既有的贫困识别标准，相当一部分农户

处于政策瞄准的边缘地带，很难判断其是否应该被

评为贫困户。由于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享受的
政策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又会给处于边缘地带

的非贫困户带来巨大的心理落差，从而使得政策执

行者对于政策边缘地带农户的瞄准产生难以着手

的困境。本文将这种处于贫困线边缘地带的瞄准
问题概括为模糊型偏差，通过对贫困线、建档立卡
等变量进行交互分析，将贫困瞄准分为以下五种

类型。
A. 处于贫困线以上的农户，被纳入到建档立

卡贫困户，在扶贫中这种情况被称为错评户，本研

究将其概括为错评型偏差;

B. 处于贫困线以上的农户，没有被纳入建档
立卡贫困户，作为选择性的社会政策成功地将不符

合要求的人群排除;

C. 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农户，被纳入到建档立
卡贫困户，作为选择性的社会政策成功地瞄准了符

合要求的人群，属于瞄准成功;

D. 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农户，没有被纳入建档
立卡贫困户，在扶贫中这种情况被称为漏评户，本

研究将其归纳为漏评型偏差;

E. 处于贫困线临界地带的农户，则很难判断
农户被纳入建档立卡是瞄准成功抑或偏差，反之，

未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也很难判断是瞄准成功

抑或偏差。
通常而言，A、B、C、D四种情况均比较好判断，

作为产生瞄准偏差问题的 A、D 类型，其问题是显
性的，均对扶贫政策的公平性构成了挑战，是贫困

治理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高瞄准精度所要解决的紧

迫性问题。
对于 E类型来讲，情况非常复杂。作为政策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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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贫困线是具体的、清晰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而
断定比政策线稍高就不是贫困户，也不能断定比政

策线稍低就一定是贫困户。正如中部 H 省扶贫办
政策法规处处长所言:“这条线( 贫困线) 不是干干
净净的，是犬牙交错的，模糊的线”* 。贫困线的临
界空间，即上下浮动空间是客观存在的，这就容易

导致贫困瞄准过程出现测量误差。倘若贫困线边

缘农户没有被纳入贫困治理体系，就会出现与贫困

户生活处境倒挂的问题。尤其是收入分化不大的
地方，在指标分配约束下按照既有标准瞄准贫困户

的做法更容易出现模糊型偏差。这不仅无法有效
解决贫困问题，还会产生贫困边缘户的相对剥夺感

心理( 朱冬亮，2019) ，影响基层政治信任( 管睿等，
2020) 。

图 4 贫困瞄准类型

五、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贫困瞄准能力建设

精准扶贫政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扶贫领域

中的一次深刻实践。为了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的反贫困目标，中央政府不仅关注宏观上的脱贫绩

效，更加注重经过严格贫困瞄准政策而选择出的贫

困户的帮扶。为此，不仅自上而下重构了反贫困政
策体系，而且也将更多的信息化手段纳入了政策执

行过程，从而实现精准治理的目标。贫困瞄准的过
程本质上也是国家认证的过程，即国家依据一定的

规则标准，筛选出需要帮助的公民并给予有针对性

的帮扶。认证能力是现代国家在再分配过程中为
公民提供应对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与市场失灵所导

致的社会问题的基础能力，因此，有效的认证体系

也是建立现代福利国家的重要前提 ( 欧树军，

2013) 。
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对过去反贫困政策的综

合性反思与重塑，同时也是提升国家认证能力的关

键契机。从贫困认证体系来看，精准扶贫工作因为
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而在短时期内建立起

了统一的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不仅实现了对多方面

复杂信息的有效整理，便于决策者把握扶贫的宏观

形势，而且也实现了对贫困户脱贫的全流程管理，

避免了央地之间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应付造

假等问题。因此，尽管精准扶贫政策带有较为浓厚
的运动式治理特征，但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力政治

动员和政府层级响应，在欠发达地区较为迅速地推

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逐步完成，2020 年后的

相对贫困治理已经被提上日程。相较于通过国家
行动进行大规模、高强度的绝对贫困治理，相对贫
困治理更需要常态化的治理机制进行保障。从长
远来看，贫困瞄准能力的长效建设需要在四个层面

继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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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完善贫困认证体系，建立浮动型政策帮扶

体系，强化对贫困问题的动态化、常态化治理。当
前贫困认证体系主要依托扶贫开发信息系统，而后

者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较多不足，面临着信息来源

途径较少、甄别能力较弱、部门整合程度较低等问
题。因此，要进一步整合信息来源渠道、依托多种
信息技术平台、实现政府部门信息互联共享、充分
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一套信息收集、
分类、甄别、协作、共享的信息化管理系统。一些省
份在精准扶贫时期建立起了财产检索系统，即将贫

困人口的信息与工商、住建、国土、财政、教育、人
社、公安等相关部门进行数据比对，从而剔除不符
合要求的贫困户。如果能将银行存款等基础信息
纳入到财产检索系统进行比对，则能够极大地提升

贫困瞄准精度并减少行政成本，但是在具体实践中

因为涉及到隐私、部门权限等问题，并未执行。实
际上，并不一定需要扶贫部门查询到贫困户申请者

的具体存款信息才能够进行精准判断，扶贫部门可

以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适度对接，通过设置存款

阀域值等办法辅助判断申请者财产概况，即将存款

信息分等级处理，达到某一等级时系统能够自动预

警，并将信息反馈给扶贫部门，从而避免一些申请

者瞒报财产，进一步提高瞄准精度。还应该注意的
是，虽然精准扶贫时期更加注重对贫困户的精准帮

扶，但是地方政府为了更好地完成政治任务并通过

评估，执行帮扶政策并不精准，为贫困户提供的帮

扶措施容易造成其发展水平远远超越于非贫困户

等问题，结果产生了新的不平等。为此，应该建立
浮动型政策帮扶体系，即给予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适度的帮扶措施，在完成扶贫目标的基础上，设置

帮扶上限，并进行动态管理，避免将贫困户变成

“特权户”。
二是坚持贫困问题分类治理原则，明确贫困瞄

准的事实标准，改变过去带有计划色彩的贫困人口

分解机制。转型期中国农村的复杂巨变客观上使
得反贫困政策落实需要复合型的贫困瞄准机制，即

针对贫困发生的多维性特征，应立足于区域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基本国情。基于精准扶贫工作中贫
困瞄准政策实践过程，本研究提出了错评型偏差、
漏评型偏差之外的第三种贫困瞄准偏差类型———
模糊型偏差，即按照既有的贫困标准很难精确判定

农户是否为贫困户的现象。基于深度贫困地区农
民经济分化相对较小的现状，动员大量行政力量参

与到对农户收入细微的计算和比较不仅耗费行政

资源，而且在指标限制下识别出来的结果很难提升

总体贫困治理绩效，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瞄准方

式容易造成贫困户发展超越一般农户的窘境。贫
困瞄准能力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减贫，而非精确计

算出农户收入差异，况且后者所耗费的行政成本往

往是欠发达地区最难以承载的。因此，有必要继续
完善贫困问题分类治理原则，即对于一般地区，贫

困人口数量较少，且与非贫困户之间的差距较为明

显，基于收支计算等贫困瞄准方式所耗费的行政成

本相对较小，能够较为有效地实现贫困瞄准目标。
而对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数量较多，且农户

之间分化较小，贫困治理应该坚持区域减贫与个体

减贫相结合的原则，通过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完善
等总体性政策实现区域减贫目标;在保障无劳动能

力的贫困家庭基本生计基础上，给予其他贫困人口

适度帮扶，避免造成贫困帮扶的悬崖效应; 改变以

往通过贫困人口指标分解机制为基层设定贫困人

口总量的限制，在明确贫困瞄准标准的基础上，对

贫困人口坚持应纳尽纳、应扶尽扶的原则。
三是顶层设计要完善公共政策的适应与调适

周期，保持灵活调整的纠偏能力，综合提升地方治

理效能。相比确定性的政策文本，政策实践环境充
满各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客观上决定了政策

目标的设定很难完美无缺，如果缺乏灵活调整的空

间，缺乏了政策纠偏能力，则很容易出现政策僵化

执行的问题。贫困瞄准能力本质上是政府治理能
力的客观表现，即便是设计再完善的政策，归根结

底还需要地方政府将其落实到位。虽然精准扶贫
政策在实践中已经运用了多种瞄准手段来识别贫

困户，但是在深度贫困地区仍然存在较为显著的模

糊型偏差现象，而造成贫困瞄准模糊型偏差的关键

在于地方治理能力与国家贫困治理目标的错位。
因此，贫困瞄准能力建设需要以政府治理能力建设

为基础。从地方治理能力来看，当前地方行政往往
面临着三大矛盾: 一是公共政策规则化、标准化与
社会事实复杂化、不规则化的矛盾; 二是其治理能
力与治理目标不匹配的矛盾;三是地方政府层级之

间权责不平衡的矛盾。而在欠发达地区，叠加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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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人力不足等客观因素，将会进一步放大治理
能力不足导致的政策执行绩效偏低等问题。因此，
政策设计者要完善新公共政策的适应与调适周期，

密切关注新的公共政策运行与过去的管理体制不

匹配的问题，保持灵活调整的纠偏能力以适应不断

变化的治理场景; 监督者要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

尽量避免用超严格的监督措施与顶格处罚的办法

来督促地方完成超越于其能力范畴之外的治理目

标;增强地方治理能力，理顺治理体系，不仅是实现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基本路径，也是提高贫困瞄

准能力的重要支撑。
四是将贫困户造假、福利欺诈等行为纳入全国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建设。精准
扶贫时期贫困瞄准难以取得理想绩效的关键原因

之一在于贫困户申请者为了获得相关利益而进行

瞒报、造假等行为，由于缺乏相应的处罚机制，即便
是“假贫困户”被发现，非但其已经享受的扶贫政
策优惠很难追回，并且也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零成本的造假行为不仅造成了国家资源的大量浪

费，也造成了扶贫正义性的损失，客观上也鼓励了

一些希望通过不劳而获手段获取扶贫资源的投机

者。如果不能够有效阻止贫困户申请者的主观欺
诈行为，那么贫困瞄准能力的建设将很难取得理想

效果，还会极大增加贫困瞄准过程的行政成本。针
对争当贫困户、福利欺诈较多且无需承担造假成本
等问题，一方面需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福

利欺诈等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对于欺诈等行

为造成的损失，需明确当事人的赔偿问题，要通过

法治建设来保障贫困瞄准过程的严肃性，避免争当

贫困户等荒诞现象的存在。另一方面，探索在贫困
信息管理系统中增加诚信管理模块，对于通过欺诈

手段申请贫困户的可以列入黑名单，并将其纳入全

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完善信用体系建设不仅是保

障扶贫正义性的重要选择，而且也是提升社会整体

文明的重要手段。在相对贫困治理时代，贫困的定
义更加多元，对贫困治理也提出了更高的挑战，贫

困瞄准能力的长效建设离不开完善的社会信用体

系支撑。

六、结语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中国的发展取

得了一系列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世
界减贫贡献了中国方案……但是仍然无法忽视转
型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矛盾，并且当前面临

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复杂的变化，如何利

用制度优势与发展势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仍然任重道远。从十八
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到十九届四中全会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现代国家能力建设成为推动民
族复兴的坚实制度保障。
精准扶贫是现代国家能力在贫困治理领域中

的一次集中展示，突出表现为在中央政府的主导

下，反贫困制度设计更加严谨、决策传达更加畅通、
目标贯彻更加有力。然而，由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基
本矛盾，尽管脱贫攻坚已经取得了非常的成效，但

是贫困治理能力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本文

从国家认证能力的视角，分析了精准扶贫政策中贫

困瞄准的困境与原因。研究发现，作为现代国家能
力的重要表现，贫困瞄准能力有赖于国家强大的认

证能力。国家贫困瞄准能力建设不仅需要自上而
下建立起统一的认证体系，而且也需要能够对社会

事实进行有效的筛选与甄别，提升瞄准的可靠性。
尽管国家贫困瞄准能力越强大越好，但无论是贫困

瞄准能力建设，还是贫困治理目标，都需要顺应发

展的客观规律，否则将适得其反。从相对贫困的长
效治理机制来看，建立常态化的、非指标化的、有针
对性的贫困认证体系替代运动式的、指标管理式
的、笼统的贫困人口识别方式应该成为 2020 年后
国家贫困瞄准能力长效建设的重要议题。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并非

一蹴而就，现代国家作为庞大的科层系统，需要中

央和地方政府在各个领域高效分工、密切配合、有
机协调，唯有如此才能使得公共政策能够取得更好

地实施效果。在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技术治理的
运用为强化中央政权、重构央地关系、应对复杂治
理状况创造了条件，但是技术治理除了依靠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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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手段，更离不开各级政府组织能力的提升。否
则，再高屋建瓴的现代画蓝图终将面临落实无效的

难题。因此，中国要实现向现代化强国的转变，重

塑央地关系、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稳固基
层政权均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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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National Poverty Targeting
Capacity Building after 2020

LIU Chengliang

Abstract: Poverty targeting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national certification abili-
ty. Although the national certification system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during the period of targeted pov-
erty alleviation，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the mismatch among poverty targeting ability，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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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goals and governance system，which is highlighted by the poverty of refined design. The
scale is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assess poor households，poverty targeting ability，and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the weakly differentiate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countryside. In addition to mis－evaluation bias and
under－evaluation bias，poverty targeting also has problems such as fuzzy bia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overty targeting mechanism and the size breakdown mechanism of the
poverty population affects the achievement of the poverty certification system. At the same time，the na-
tional poverty targeting ability fails to cope with the complex social fact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s a re-
sult，the poverty targeting bias is difficult to eliminate. From a long － term perspective，the long － term
construction of poverty targeting capabilities requires continued efforts at four levels: improve the poverty
certification system，establish a floating policy assistance system，and strengthen the dynamic and normal
governance of poverty issue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classified governance，clarify the de facto stand-
ards for poverty targeting，and change the planned decomposition mechanism for the poor; improve the
adaptation and adjustment cycle of public policies，maintain the ability to rectify deviations flexibly，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local governance; integrate welfare fraud and other behav-
iors into the national credit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redit
reporting system.

Keywords: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Local governance; Poverty targeting; National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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